厚植科技發展的基礎――擴充高等教育的師資

行政院新聘的法籍科技顧問艾格漢指出，我們在科技發展上，經費的數量大起大落，計劃多而不集中，人力也有分散的情形。這些話都不錯，但是他還沒有指出癥結之所在，那就是爲什麽會這個樣子。我想，這不只和我們學術界的社會結構有關，也受到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我們所指稱的學術界的社會結構包括了學術研究單位及學術行政機構（如國科會、教育部等）。具體而言，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使得國內的學術研究未曾有穩健的成長，更難有良好的規劃。究其原因，除學術政策上的問題以外，高等教育發展上產生了一些問題可能是主因之一。艾格漢認爲科技研究經費猛然增加的GNP的百分之一、二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險的，但我們認爲要健全科技發展，加強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資乃屬必要。換言之，政府有關當局似應將部份科技經費移入到高等教育中。

過去卅年中，高等教育愈來愈普及。教育當局這兩三年來也一直試圖放寬研究所入學資格，同時也「強迫」幾個國立大學接納在職人員進入研究所深造。這種推廣高等教育的立場原本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所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爲社會造就可用之才。因此學生們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訓練就必須靠優良而充份的師資和設備。可是教育當局卻慮不及此（或是力不及此），衹顧一味放寬入學資格，增加學生人數，卻數師資設備少有重視。其實，量的增加若不能與質的改進相配合，不但無利而且有害。
教授與學生數不成比例


如果，我們略微審視一下三十多年來高等教育在量及質上的變化，當可看出問題的嚴重性。在大學生人數方面，在一九四七年時僅二千七百人左右，到一九六○年增至兩萬七千人，至一九八○年更高達十五萬三千人。這種在量上的成長十分驚人。可是在素質方面的提升卻很不理想。我們若以學生與教授人數間的比例代表學生素質的變化來看的話，其每下愈況的趨勢卻也令人感到意外。如表中所示，在一九四七年時，平均不到四位學生就有一位教授，十年後，即一九五六年，大約平均十一位學生才分到一位教授，其間差異實在不算小。而這種「退化」的趨勢在一九六○年之後並未獲得改善，反而更糟，比例一直增加，到一九七六年時已高達十八比一的狀況，八○年才略有下降。這些比例說明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學生人數增加速率很快，而教授人數的增加卻過份緩慢。
教授難有餘力研究


這種情形對國內的學術發展有相當不利的影響。首先，教授人數不能顯著的增加，使得教授們的教學負擔逐漸增加，難有餘力從事研究工作，科技及一般學術的發展自然就產生了瓶頸，難以突破。其次，由於教授人數的限制，同一個領域可能不易有較多的人才，於是研究範圍就難以集中。在國內，常常發現，在某一個專門領域中只有一、兩個專門的學者。每個人從事的研究往往就彼此不相關聯了。在學校如此，在研究機構中也是如此。因爲除了少數特殊機構外，研究單位的人才極易受大學教育的影響。法籍科技顧問艾格漢看到的就是這個發展的結果。

由於教授人數不足，學生素質也就可能隨着低落。同時，也由於在同一領域中教授人數太少，學生們，尤其是研研生也就很難聚合起來。若講到與社會需要配合也就更難了。也許有人會指出，究竟畢業人數在增加，力量的增加和集中應該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不能忘了，教授人數增加有限，而研究機關吸收人才的容量也不大，這些學生不一定能加入研究或教學的行列，其中許多就楚才晉用地留學去了。
逐年擴充教授的編制

總之，如果要把大筆經費直接投入科技研究，因爲有上述學術發展上的特徵，極可能會產生艾格漢所指稱的缺點。但若要尋求改進，卻不應將科技經費消減以求平穩的成長，我們認爲應將其中相當數量的經費投入高等教育中，最具體的作法是逐年擴充高等教育的教授編制。當然，這種擴充也應該不是猛然的，因爲高等教育的合格師資並不是我們每年想要幾個，就會找到幾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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